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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经济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而外部知识的有效获取以及内

外部创新资源的合理整合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跨界搜索行为的不同维度对商业模式

创新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资源协奏理论,从组织印记与组织行为互动的视角出发,构建敏锐跨界搜索和专注跨界

搜索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模型,探究资源协奏的中介作用以及共享认知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 258 份企业调查问卷

数据进行层次回归和 Bootstrap 分析发现:(1)
 

敏锐跨界搜索与专注跨界搜索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均呈倒 U 型;
(2)

 

敏锐跨界搜索与专注跨界搜索对资源协奏的影响均呈倒 U 型;(3)
 

资源协奏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且分别在

敏锐跨界搜索和专注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倒 U 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共享

认知显著调节跨界搜索二元性与资源协奏的倒 U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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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环境与商业环境的迅速

变化使得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增大,但也为企业提供

了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建立竞争优势的机会。 知识、
信息和技术的加速流动为企业突破原有资源隔离

提供了机遇。 一些平台型电商和共享出行领域的

新兴力量,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了对在位企业的

颠覆以及行业的变革。 与此同时,大量企业因为无

法创新商业模式而失去了竞争优势甚至面临消亡。
因此,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及如何驱动商业模式的

创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主题。
已有研究认为商业模式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

能力的提升[1-2] 以及更高的绩效[3-4] 。 在激烈的竞

争环境中,企业可以通过商业模式中产品或服务、
利益相关者结构以及企业治理体系等创新范式,实
现更多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等价值层面

的新内容[5] ,与客户、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共享商

业模式价值[6-7] ,构建并完善商业生态,获取竞争优

势。 显然,商业模式创新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创新

活动。 因此,企业应该组织资源和能力以实现商业

模式创新[8] 。 考虑到企业间商业模式创新绩效的

差异,一些研究从精益创业[9] 、知识吸收[10] 、组织判

断力[11] 、高管特质[12-13] 、创始人身份[12] 、网络自主

权略[14]与创新方式选择[15] 等视角探索了企业特

质、吸收能力、管理者特质、组织价值观以及战略导

向等内部因素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上述研究

对商业模式创新内部驱动因素进行了有价值的探

索,但仍缺乏对于组织知识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

深入探讨,尤其是并未清晰揭示外部异质知识作用

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完整过程。 与此同时,组织的外

部知识学习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作用已经

开始得到关注[16-17] 。 商业模式需要跨越焦点企业

的边界[18-19] 。 跨越组织边界的价值活动存在重要

的知识差异[7] ,而获取和整合外部知识资源对企业

创新至关重要[20] 。 因此,本研究从外部知识获取的

视角出发,聚焦于跨界搜索,即通过对组织边界以

外进行感知进而获取知识[21-22] ,研究动态环境背景

下的知识搜索行为如何影响商业模式创新。
同时,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探索行为影响商业

模式创新的中间机制及边界条件有待进一步探寻。
作为组织适应能力的重要形式[23] ,商业模式创新还

依赖于内外部资源的有效管理[24] 。 资源协奏理论

认为,绩效不能靠对特定关键资源的占有来解释,
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方式与拥有这些关键资源对

实现企业绩效和建立资源相关的战略优势同等重

要[25] 。 对企业而言,创新成功的关键是将资源最大

化利用[26] 。 也就是说,如何协调资源对创新至关重

要。 资源协奏是对已有资源的高效调配和潜在资

源的协同利用[27] 。 企业的商业模式涉及商业生态

系统的多个参与者,资源来源复杂,不仅有自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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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源,还要处理来自外部环境以及合作伙伴的资

源。 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企业越来越需要整合已

有内部资源和潜在外部资源以支撑其商业模式创

新。 因此,跨界搜索可能会通过资源协奏对商业模

式创新产生影响。
在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中,跨界搜索与组织对任

务的认知以及基于认知制定战略的方式有关。 组

织印记的相关研究认为商业模式的创新本身就意

味着组织结构印记的变化且结构印记会受到认知

印记的影响,其中认知印记是指对组织成员思维、
记忆、学习等认知维度的印记,结构印记是指受到

印记影响的组织设计及其特征[3] 。 从认知的特点

来看,认知特征会嵌入组织成员的认知中[3] ,即认

知可以在组织中传播,具有共享的特性。 已有研究

认为共享认知是指组织成员对知识、思想、态度、期
望和信念等方面认知的相似性和共同理解[28-30] ,本
研究采用该定义,将共享认知视为组织层面就认知

达成一致的程度。 因为行为是以信念为前提的[31] ,
组织成员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会受到其认知的

影响。 具体来说,跨越组织边界搜索知识的行为会

受到组织共享的创新氛围以及共识的潜在影响。
这种不仅影响到组织搜索目标的定位,也影响到随

后对所搜寻到的内容的利用。 而组织认知不仅影

响跨界搜索这一经验的获取行为,还影响对所获知

识组合利用的经验的解释行为。 现有研究并未清

晰阐释组织整体认知的相似性如何影响成员环境

感知的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作用的过程。 因

此,有必要该过程的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研究根据“外部知识获取-组织资源

行动-创新绩效”的行为逻辑,从组织印记变化的视

角出发审视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因,构建一种新的商

业模式创新前因的结构模型,以厘清跨界搜索影响

商业模式创新的中间机制以及边界条件。 具体来

说:首先,本研究在考虑组织跨界搜索行为的注意

力分布特质的基础上,从认知印记影响结构印记的

视角出发,构建组织层面跨界搜索的敏锐性和专注

性程度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并验证其倒

U 关系。 其次,构建跨界搜索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

直接路径和通过资源协奏影响商业模式的间接路

径。 最后,探究共享认知对中介关系的调节作用。

1　 基础理论与假设
1. 1　 跨界搜索
　 　 搜索是企业行为理论的核心过程,也是企业战

略决策的核心[32] 。 搜索同时也是组织学习行为的

关键过程[33] 。 在动态环境中,从外界获取知识对于

企业竞争非常重要[34-35] 。 跨界搜索是指企业跨越

现有组织或 / 和技术边界获取异质知识,是企业获

取外部技术更迭、市场信息、政策消息、市场环境以

及合作伙伴信息等广义知识的重要手段。 已有研

究探究了跨界搜索对企业产品创新[35] 、 流程创
新[20]等的影响,这些影响涉及到商业模式的内容、
结构以及治理三个基本要素。 同时,已有研究从是

否搜索[31,
 

36-37] 、搜索时机[38] 以及搜索位置[35] 等角

度探究跨界搜索的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

响。 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如何紧跟信息、政策以

及市场需求的变化成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必须要

面临的挑战。 因此,企业需要对外部变化有足够的

警觉性。 例如,对共享出行需求的敏锐感知使得

“共享单车”等类似企业抓住了机遇并先于潜在竞

争对手实现了市场扩张。 同时,商业模式创新也需

要企业保持聚焦。 例如,对行业标杆电商平台成功

经验的深入学习和反思使得“拼多多”等企业能够

实现精准定位,进而得到了飞速发展。 同时,组织

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搜索活动中注意力分配可

能会受到限制[23] 。 这也就意味着注意力分配的差

异性可能是导致跨界搜索塑造组织成果存在差异

的重要原因。 因此,本研究从跨界搜索行为的注意

力分布差异的视角来探究跨界搜索对商业模式创

新的影响。 Srivastava 等[39] 的研究将注意力投入划

分为警惕性和聚焦性两种状态,前者意味着对环境

保持敏锐的感知,后者意味着专注于特定的问题。
因此,基于此划分方式,本研究将跨界搜索划分为

敏锐跨界搜索和专注跨界搜索两个维度。 参考搜

索广度和深度[35,
 

40]以及搜索目标,即知识来源的多
源性与聚焦性[41-42]的研究,本研究的敏锐跨界搜索

是指通过外部多重渠道获取知识、注重广泛地搜

索,以达到对信息、市场需求以及政策变化等知识

的全面、及时认知,专注跨界搜索是指通过聚焦于

外部少数渠道获取知识、注重深入地搜索,以达到

对特定领域知识的深入了解以及创新经验的有效

学习。
1. 2　 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
　 　 卓越的商业模式往往需要跨越企业边界,因为

商业模式与外部资源的耦合可以为企业提供增长

机会[43] 。 外部异质性知识是企业创新思想的重要

来源[21] ,相对于内部知识,外部异质知识具有广泛

性、新颖性和非重复等特点。 跨界搜索能够为企业

带来更多的异质知识[22] ,通过对外部技术知识、市
场信息、合作伙伴以及需求变化等资源的认知能够

促进企业商业模式要素及时更新。 同时,更广泛的

创意思想来源能够帮助组织产生新的想法,形成新

的价值主张,使得商业模式创新更具新颖性。 敏锐

跨界搜索关注包括未知领域在内的多个领域,关注

—36— https://www.academax.com/doi/10.13587/j.cnki.jieem.2024.02.005



朱沛宇等:
 

跨界搜索、资源协奏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共享认知的调节作用

其中的技术创新、产品需求、市场变化以及其它行

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践。 敏锐跨界搜索通过扩展

资源搜索渠道,关注政策信息以及合作伙伴的动

态,及时跟踪需求变化,同时对市场上新出现的机

会保持警觉,从广泛性和及时性的层面影响创意的

形成。 更重要的是,通过敏锐跨界搜索,企业能够

广泛获取商业模式创新所需的异质知识,及时识别

并满足客户需求。 但是,过度敏锐搜索也会造成

“资源过载”,大量低质量甚至无用知识的注入可能

会超出组织的吸收能力[10,
 

44] ,进而负面影响企业商

业模式创新。 专注跨界搜索是指企业聚焦特定来

源的知识,深入探索可能有利于创新的知识,学习

创新背后的经验。 企业和管理者精力的有限性使

得他们可以选择关注部分领域[45] 。 现有部分研究
也认为在较小范围内搜索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创新

绩效[46] 。 专注跨界搜索意味着深入了解特定来源

的知识,探究背后的经验逻辑,同时对可能出现的

机会进行更为细致的评估,了解其潜在路径和可行

性。 这有利于企业完善流程,重新审视和组织商业

模式要素。 专注跨界搜索对于某一特定领域的知

识获取和学习具有更高的效率,而对特定领域的借

鉴和学习可以释放组织注意力以在更有价值的领

域进行创新[23] ,这增加了有价值的商业模式创新的

可能性。 同时,聚焦于特定的知识来源意味着与其

保持频繁的互动,这也是寻找新想法所必需的[41] 。
专注跨界搜索也有助于企业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

的诉求,并与业务伙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但

是,过度依赖某些特定的知识来源可能会带来更高

的关系维护成本以及利益相关者过度承诺而给商

业模式创新带来阻碍[17] 。 同时,过度的专注搜索会
造成“认知隧道”现象,即可能会引发组织对商业模

式创新至关重要的内容的忽略,进而负面影响商业

模式创新。 因此,研究得到以下假设:
H1a 敏锐跨界搜索影响商业模式创新且这种

影响呈倒 U 型。
H1b 专注跨界搜索影响商业模式创新且这种

影响呈倒 U 型。
1. 3　 跨界搜索与资源协奏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浪潮中,组织需要开

发新资源和构建新资源组合来增加禀赋。 跨界搜

索丰富了企业外部知识来源,帮助企业通过更新知

识库摆脱现有资源的束缚,为商业模式创新的实施

提供有力支撑。 采取敏锐跨界搜索战略的企业能

够及时掌握市场变化信息和更新现有知识,进而通

过重新组织资源来应对客户需求的更迭以及竞争

环境的变化。 同时,异质性知识的输入冲击了现有

资源惯例,为资源的构建和捆绑提供更多选择。 但

是,过度敏锐的跨界搜索会带来资源困境。 一方

面,某些知识来源可能不可靠[35] ,搜索到的知识中
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低效甚至无效内容,由此带来的

超负荷资源协调活动影响企业跨部门的资源协作;
另一方面,组织拥有有限的知识基础,搜索的部分

知识可能“不合时宜”,无法与时代相匹配。 专注跨

界搜索聚焦于特定熟悉领域,企业倾向于深入探索

和借鉴异质知识的内在逻辑和经验,具有较高的学

习效率且成本较低[23] 。 专注跨界搜索意味着对现

有知识领域的深入挖掘,合法性风险增加的可能更

小[47] ,通过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能够与合

作者建立更完善的合作关系,获得更多有效资源支

持进而完善资源配置流程。 同时,专注跨界搜索较

高的效率会给搜索结果带来正反馈[32] ,进而使得资

源协奏越来越强。 然而,过度专注于某些领域容易

造成“资源短视”以及“认知隧道”现象,其他领域的

创新资源可能会被忽视,企业因此缺乏多样性化的

创新资源组合方案;同时,对特定资源过度专注容

易导致资源依赖及资源惰性,使其难以调整资源重

心以应对内外部变化。 因此,研究得到以下假设:
H2a 敏锐跨界搜索影响资源协奏且这种影响

呈倒 U 型。
H2b 专注跨界搜索影响资源协奏且这种影响

呈倒 U 型。
1. 4　 资源协奏与商业模式创新
　 　 整合各种资源以实现卓越的绩效是一项关键

的活动[48] ,企业需要更灵活的资源和新的能力以应
对快速变化的环境[49] 。 企业创新发展依赖于整合
外部获得和内部开发的资源而形成的企业能力[50] 。
企业资源协奏是影响企业创新成功与否的重要因

素,解释了企业如何通过一系列资源管理流程实现

资源获取、资源配置和成果转化[51] 。 商业模式创新

涉及商业生态系统的多个参与者,资源来源复杂,
内外部变动较大,需要通过整合活动重新配置和利

用资源。 资源协奏意味着企业不仅考虑组织内部

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低效资源的剥离,也涉及有效协

调组织与外部网络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
资源协奏帮助企业动态调整资源重组和配置水平,
更有效地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另一方面,在资源禀

赋受限的情况下,资源协奏更强的企业对资源的分

解、重构和再创造能力更强,更有利于实现商业模

式创新。 因此,研究得到以下假设:
H3 资源协奏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

1. 5　 资源协奏的中介作用
　 　 面对环境的变化,企业会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商
业模式创新以适应环境[23] 。 这意味着企业可以跨

越组织边界探索外部技术进步、需求信息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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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通过实施资源行动实现组织架构变革以适应

新的组织目标。 作为组织学习的重要途径,跨界搜

索为企业提供丰富的知识、信息等异质资源,加强

了企业与外部联系的广泛性与及时性。 然而,外部

知识与内部资源之间存在隔离甚至冲突。 因此,企
业不仅需要开发外部异质知识、信息,也应该对新

进资源和已有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协调。 首

先,搜索到的外部知识需要经过整合、吸收、转化、
利用等一系列资源管理过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22] 。
其次,跨界搜索得到的知识并非全部具有价值。 通

过组织的资源协奏活动,企业能够发现有用的异质

资源,及时剥离低效资源,提高资源效率[25] 。 最后,
通过内外部资源协奏能够加深外部知识与企业内

部资源的融合,可以最大化发挥内外部资源的效

用,从而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 因此,依据“外部知

识获取-组织资源行动-创新结果”的逻辑过程,研
究认为资源协奏在跨界搜索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因此,研究得到以下假设:
H4a 资源协奏在敏锐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

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H4b 资源协奏在专注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

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1. 6　 共享认知的调节作用
　 　 作为一种组织资源行动,资源协奏不仅受到组

织知识获取行为的影响,也和组织整体的认知特征

密不可分。 共享认知代表了组织成员对组织知识、
思想、态度、期望和信念等方面认知的相似性和共

同理解。 本研究认为跨界搜索与资源协奏之间的

关系会受到组织共享认知的调节作用。 具体来说,
首先,共享认知通过影响组织对任务的共同了解程

度而影响资源协奏的有效性。 跨界搜索行为与组

织对任务的认知以及基于认知制定战略的方式有

关。 在执行任务时,对任务的相似理解会促进对任

务的共同期望[52] 。 较低共享认知下,组织内部对于
组织创新任务的认知和期望差异较大。 因此,在跨

界搜索得到的知识成果难以匹配组织目标,即获取

的知识价值较低的情况下,组织难以构建有价值资

源。 而低价值知识的进入进一步增加了组织筛选

有用资源的压力,使组织更难以捆绑资源以进行利

用。 因此,低共享认知的情况下敏锐跨界搜索对资

源协奏的提升作用更弱。 随着跨界搜索敏锐程度

提高,来自于多个渠道的知识进入组织中,知识及

时性也更高,这对组织识别和利用有价值知识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高共享认知意味着组织对任务期

望有强的更共同理解,这使得组织能够更容易地就

知识的价值达成一致进而进行资源整合活动。 因

此,高共享认知增强了敏锐跨界搜索对资源协奏的

正向作用。 同样,对于专注跨界搜索,高共享认知

通过促进知识的准确评价和有效性反馈增强了特

定来源知识对资源协奏的正向作用,削弱其负向作

用。 其次,高共享认知促进了组织对信息的一致解

释。 跨界搜索影响资源协奏的过程涉及到组织对

探索性学习行为所得成果的解释。 个体会以不同

的方式关注和处理信息,在对组织外部知识进行搜

索的过程中,组织成员个体的感知可能会被组织整

体确认、调整或忽略[53] 。 同时,由于决策者及组织

整体对问题的认知存在局限性,组织很难评估所有

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54] 。 这就意味着组织成员多
样性背景下,跨界搜索行为中的个体经验不一定会

获得组织层面一致的解释。 在高共享认知的情况

下,组织对跨界搜索影响资源协奏因果关系的解释

更具有一致性。 同时,已有研究也发现较高的组织

共享认知能够给组织成员带来身份认同感并产生

积极结果[55] 。 基于团队的研究也发现感知的共享
认知会使组织成员对组织产生更强的信心进而产

生更高的效能[52] 。 因此,高共享认知带来的认同感

会促使组织成员将自身继承的与任务相关的隐性

知识应用于企业资源活动中,这增强了敏锐跨界搜

索和专注跨界搜索对资源协奏的正向影响。 最后,
高共享认知提高了组织内部的沟通效率。 通过对

组织流程和规则的共同理解,高共享认知可以使组

织成员进行更顺畅的沟通、更及时地反馈工作状

态,进而能够更有效地预测任务工作[30] 。 因此,敏
锐跨界搜索获得的知识能够及时地作用于资源活

动,而得益于更及时的任务反馈,专注跨界搜索可

以聚焦于更有价值的知识来源渠道从而降低了资

源协奏的负担。 因此,敏锐跨界搜索和专注跨界搜

索的正向作用均得到加强,负向作用得到缓和。 综

合以上论述,研究得到以下假设:
H5a 共享认知正向调节敏锐跨界搜索与资源

协奏的关系,即共享认知越高,敏锐跨界搜索与资

源协奏的关系越平缓。
H5b 共享认知正向调节专注跨界搜索与资源

协奏的关系,即共享认知越高,专注跨界搜索与资

源协奏的关系越平缓。
整合上述假设,资源协奏在跨界搜索的与商业

模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当共享认知较高时,跨
界搜索的两个维度对资源协奏的影响均更强。 因

此,研究得到以下假设:
H6a 共享认知正向调节资源协奏在敏锐跨界

搜索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共享认知

越高,敏锐跨界搜索通过资源协奏影响商业模式创

新的作用越强。
H6b 共享认知正向调节资源协奏在专注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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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共享认知

越高,专注跨界搜索通过资源协奏影响商业模式创

新的作用越强。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2　 研究设计
2. 1　 样本与数据收集
　 　 研究选取了北京、山东、上海、江苏、广东以及

陕西等地区的企业为样本,覆盖了智能制造、互联

网教育与金融、医疗健康、电商等新兴产业。 这些

行业中的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活动较为频繁,
有利于对相关概念进行研究。 由于研究问题是以

企业层面的跨界搜索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主,为保证

调查能够高质量地反映出研究的概念内涵,调查对

象主要为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管理者及技术人员。
本研究采用线下实地调研与线上远程发放问

卷相结合的方式,在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

间进行了调研。 具体包括:(1)
 

采用实地发放问卷

的方式,在上海市杨浦区长阳创谷国家创新创业园

区进行了试调研,企业目录从园区管理部门取得。
随机选择包括 MH 电力、LL 说等共计 5 家企业,在
征得管理人员同意后,每家企业选择 3 名调查对象,
通过面对面访问的方式进行试调研,现场填写问

卷。 根据试调研结果以及受访对象对调研问题的

反馈,咨询相关专家后调整问卷题项,使问题更容

易理解,确保受调查人员能够充分了解调查概念以

及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践的现状。 同时,根据反馈

增加了常识性问题。 将修改后的问卷在园区以纸

质问卷和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面对面进行更大

规模发放,同时联系已接受调查的 15 名受访者再次

填写问卷。 共发放问卷 41 份,收回 36 份。 (2)
 

前

往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济南高新区大学科技园以

及青岛国际创新园进行实地调研,通过随机抽取企

业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72 份,收回 59 份。 (3)
 

研究

者所属大学拥有来自华东、华南等中国各个地区的

MBA 学员,学员所在行业覆盖制造业、服务业以及

互联网相关新兴行业,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

样本。 因此,研究随机选取在学和已毕业的担任管

理角色的 MBA 学员为调查对象,通过课堂现场填写

和网络发放的方式发放问卷 211 份,收回 199 份。
(4)

 

通过社会关系联系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杭州

等地的企业管理者,发放问卷 39 份,收回 35 份。 通

过以上网络发放和实地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

了 363 份问卷,收回问卷 329 份,剔除填写不全、角
色不符合、填写内容难以辨认以及常识性问题填写

有误等不符合研究要求的问卷 71 份,共得到有效问

卷 258 份,有效样本率约为 78. 4%。 受调查人员的

职位中,技术人员占 21. 7%,基层管理者占 17. 8%,
中层管理者占 33. 7%,高层管理者占 23. 6%,创始

人或老板占 3.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N=258)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s
 

(N=258)
指标 类别 所占比例 累计百分比

所在区域 华东 40. 70% 40. 70%
华北 13. 57% 54. 27%
华南 29. 46% 83. 73%
中西部 16. 28% 100%

所在行业 医疗健康 15. 50% 15. 50%
人工智能与制造 16. 67% 32. 17%
企业服务 22. 87% 55. 04%
金融科技 24. 03% 79. 07%
零售电商与新品牌 20. 93% 100%

成立时间 3 年以内 12. 40% 12. 40%
3~ 5 年 17. 05% 29. 45%
5~ 10 年 15. 50% 44. 95%
10 年以上 55. 04% 100%

产权性质 国有 31. 00% 31. 00%
民营 25. 97% 56. 97%
外资 29. 84% 86. 81%
其他 13. 18% 100%

企业规模 100 人及以下 33. 72% 33. 72%
101~ 200 人 17. 44% 51. 16%
201~ 500 人 15. 89% 67. 05%
500 人以上 32. 95% 100%

2. 2　 变量测量
　 　 为保证问卷调查的科学性,本研究采用的量表

借鉴国内外成熟的量表,对原始量表进行回译,并
咨询相关专家结合研究实际对量表进行了调整。
除控制变量外,研究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

法进行测量,从 1 到 7 表示受访者对题项描述同意

的程度递增。 具体量表包括:(1)
 

因变量:商业模式

创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BMI)。 商业模式构

成要素的改变是创新商业模式的重要视角[56] ,而
Osterwalder 和 Pleneur[57]提出的 9 要素画布模型广

为接受。 Pedersen 等[11] 根据 9 要素画布模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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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包含 9 个题项的测量量表,借鉴该研究,本研究采

用 9 个题项测量商业模式创新,分别为:“我们能够

开发全新的产品或服务” “我们能够识别和服务于

全新的市场和客户群” “我们开发和获取新的资源

和能力(技术、人员、IT 系统等)” “我们能够开发新

的核心流程和活动(设计、物流、营销等)” “我们能

够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供应商、分销商、最终用

户等)”“我们能够开发建立客户关系的新工具(个

人服务、会员资格、奖金制度等)”“我们能够通过新

渠道(自有店铺、合作伙伴商店等)提供服务或销售

产品”“我们能够不断开发新的收入模式” “我们能

够引入降低成本的新组合”。 (2)
 

自变量:敏锐跨

界搜索( perspicacious
 

boundary-spanning
 

search,PS)
与 专 注 跨 界 搜 索 ( dedicate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DS)。 以 Wang 等[58] 的跨界搜索量表为基
础,借鉴知识来源渠道的多源性和聚焦性的研

究[41] ,结合研究主题对量表进行了修改并得到了本

研究的量表。 本研究使用 4 个题项测量敏锐跨界搜

索:“我们能够开发多种合作伙伴并建立关系” “我

们能够及时发现新机会并定位新客户” “我们能够

及时追踪市场环境的变化” “我们密切关注竞争对

手的动向并迅速做出反应”;使用 4 个题项测量专

注跨界搜索:“我们能够与现有合作伙伴保持密切

联系” “少数合作渠道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知识”
“我们注重当前市场的需求变化”“我们能够获取有

利于改进现有产品开发流程和技能的知识”。 (3)
 

中介变量:资源协奏 ( resource
 

orchestration,RO)。
借鉴 Sirmon 等[25] 和 Wang 等[58] 的量表,资源协奏

能力包含 3 个题项:“我们公司能够吸收各种资源”
“我们公司能够整合各种资源”“我们公司能够利用

各种资源”。 ( 4 )
 

调节变量: 共享认知 ( shared
 

cognition,SC)。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团队层面,根
据 Levin 等[59]的研究并加以修改,本研究使用共享

愿景维度的 4 个题项测量组织共享认知:“公司上

下能够就项目的目标达成一致” “公司上下对任务

有共同理解” “公司上下能够就任务重点达成一致

认识”“公司上下能够就任务成果形成一致评价”。
(5)

 

控制变量。 借鉴 Guo 等[60]的研究,控制了可能

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影响的变量,包括:所在行业、
成立时间、企业规模以及产权性质。 其中,所在行

业设置虚拟变量,以医疗健康行业为参照组,增加 4
个虚拟变量。 成立时间为截止至受访时企业成立

年限,划分为 5 个等级。 产权性质指企业的所有权

划分,设置 5 个类别。 企业规模以员工总数度量,划
分为 5 个等级。
2. 3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为了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

对测量量表进行了相关处理。 首先,明确题项内

涵。 根据试调研反馈对问卷内容进行修改,避免题

项产生歧义,同时尽量弱化语境的影响。 其次,采
用非固定的变量与题项顺序。 在变量与题项内容

不变的前提下,设计多种不同变量排列结构的问

卷,且每个变量包含题项的顺序也非固定。 再次,
进行测量时间与空间的控制。 延长问卷调研持续

的周期,在 8 个月的时间内进行调研,调研对象分布

于中国各个区域。 最后,采用多种问卷填写方式。
通过面对面填写与远程填写相结合、纸质问卷与电

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获取问卷数据,避免单一填写

方式带来的偏差。
由于每份问卷由同一名受访对象填写,无法完

全消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因此,需要对所得到

的数据进行检验,确定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

差。 根据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提取的单个因

子的总方差解释占比为 41. 6%,低于 50% 的边界

值。 同时,考虑到因变量题项个数较多的情况,本
研究认为所获取的问卷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

法偏差,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
2. 4　 信度和效度分析
　 　 各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 7,说明量

表具有优良的内部一致性。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得到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0. 5,并据此

计算组合信度 CR 值及平均方差抽取值 AVE。 具体

结果如表 2 所示。 各变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

均大于 0. 7,变量 CR 值均大于 0. 7 且 AVE 值大于

0. 5。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认为量表的信度较高。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均为国内外成熟量表,或根

据成熟量表进行调整以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因此可

以逻辑上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同时,如
表 3 所示,各个变量的 AVE 值的算术平方根均大于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值,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

度。 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5 因子模型的拟合

指标(CMIN / DF = 2. 549 且 P< 0. 001,TLI = 0. 924 >
0. 9,CFI= 0. 926 > 0. 9,RMSEA = 0. 078 < 0. 08) 符合

适配度要求且显著优于其它模型,可以认为模型具

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3　 数据分析
3.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如表 3 所示。
敏锐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β = 0. 239,
P<0. 001),专注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

(β= 0. 408,P < 0. 001)。 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

0. 7,方差膨胀因子小于 2,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 变量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具备了后续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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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组合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combine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变量 题项 Cronbach′s

 

α 因子载荷 KMO CR AVE
商业模式创新(BMI)

敏锐跨界搜索(PS)

专注跨界搜索(DS)

资源协奏(RO)

共享认知(SC)

BMI1 0. 969 0. 884 0. 965 0. 973 0. 799
 

BMI2 0. 885
BMI3 0. 898
BMI4 0. 894
BMI5 0. 910
BMI6 0. 900
BMI7 0. 900
BMI8 0. 892
BMI9 0. 883
PS1 0. 853 0. 751 0. 826 0. 854 0. 594
PS2 0. 789
PS3 0. 753
PS4 0. 788
DS1 0. 893 0. 834 0. 825 0. 894 0. 679

 

DS2 0. 756
DS3 0. 847
DS4 0. 856
RO1 0. 884 0. 864 0. 746 0. 885 0. 719

 

RO2 0. 832
RO3 0. 848
SC1 0. 951 0. 937 0. 866 0. 951 0. 830

 

SC2 0. 905
SC3 0. 891
SC4 0. 910

表 3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关系
Table

 

3　 Means,
 

stan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变量 行业 1 行业 2 行业 3 行业 4 成立
时间

产权
性质

企业
规模

PS DS RO SC BMI

行业 1 1. 000
行业 2 -0. 320∗∗∗ 1. 000
行业 3 -0. 238∗∗∗ -0. 241∗∗∗ 1. 000
行业 4 -0. 248∗∗∗ -0. 251∗∗∗ -0. 187∗∗ 1. 000
成立时间 0. 099 -0. 150∗ -0. 026 0. 043 1. 000
产权性质 0. 072 0. 008 0. 012 -0. 179∗∗-0. 007 1. 000
企业规模 -0. 113 -0. 186∗∗ 0. 132∗ 0. 121 0. 151∗ -0. 049 1. 000
PS 0. 025 -0. 011 -0. 020 -0. 048 0. 030 0. 121 -0. 048 0. 894
DS 0. 010 0. 015 -0. 100 0. 058 -0. 014 0. 136∗ -0. 032 0. 155∗ 0. 770
RO -0. 013 0. 046 -0. 099 -0. 041 0. 025 0. 023 0. 131∗ 0. 212∗∗ 0. 193∗∗ 0. 824
SC 0. 021 -0. 024 -0. 061 0. 063 -0. 056 -0. 064 0. 100 0. 098 0. 236∗∗∗ 0. 676∗∗∗ 0. 848
BMI 0. 033 -0. 026 -0. 025 0. 027 -0. 003 0. 071 0. 056 0. 239∗∗∗ 0. 408∗∗∗ 0. 506∗∗∗ 0. 362∗∗∗0. 911
均值 0. 240 0. 244 0. 151 0. 163 4. 100 2. 884 3. 302 3. 238 3. 262 4. 623 4. 423 4. 269
标准差 0. 428 0. 430 0. 359 0. 370 1. 169 1. 415 1. 505 1. 376 1. 646 1. 652 1. 838 1. 730
　 　 注:

 ∗表示 P<0. 1,∗∗表示 P<0. 05,∗∗∗表示 P<0. 001;对角线加粗数字为 AVE 的算术平方根。

设检验的基础。
3. 2　 假设检验
3. 2. 1　 直接效应分析

Haans 等[61] 认为倒 U 型关系的检验包含 2 个

部分:曲线形状的确定与拐点和自变量取值区间的

判定。 假设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曲线关系表达

式为: Y = β0 + β1X + β2X2。 倒 U 型曲线应满足:
(1)

 

二次项系数 β2 显著为负。 (2)
 

自变量区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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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
Table

 

4　 Convergence
 

validity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模型

因子数
CMIN DF CMIN / DF TLI CFI RMSEA

1 2572. 383 252 10. 208 0. 549 0. 588 0. 189
2 1568. 466 252 6. 224 0. 744 0. 766 0. 143
3 1410. 323 255 5. 531 0. 778 0. 795 0. 133
4 1121. 236 262 4. 280 0. 839 0. 847 0. 113
5 683. 075 268 2. 549 0. 924 0. 926 0. 078

侧端点处曲线斜率 kL = β1 + 2β2XL 显著为正,右侧端

点处斜率 kU = β1 + 2β2XU 显著为负。 (3)
 

曲线拐点

处的自变量值 X i = - β1 / 2β2 应在自变量取值区间

[XL,XU] 内。
由表 5 模型 3 可以看出,敏锐跨界搜索的平方

项与商业模式创新显著负相关 ( β = - 0. 270,P <

0. 001)。 中心化后的敏锐跨界搜索取值区间为

[ -2. 237,3. 513],在区间下限处曲线斜率为 kL =
1. 585,显著为正; 在区间上限处曲线斜率为 kU =
- 1. 520, 显著为负。 曲线拐点处值为-0. 060,位于

自变量区间之内。 因此,敏锐跨界搜索对商业模式

创新的倒 U 型影响关系成立,假设 H1a 得到验证。
同时,专注跨界搜索的平方项与商业模式创新显著

负相关(β= -0. 201,P<0. 001)。 中心化后的专注跨

界搜索取值区间为[ -2. 263,3. 488],在区间下限处

曲线斜率为 kL = 1. 308,显著为正;在区间上限处曲

线斜率为 kU = - 1. 004, 显著为负。 曲线拐点处值为
-0. 044,位于自变量区间之内。 因此,专注跨界搜

索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倒 U 型影响关系成立,假设

H1b 得到验证。

表 5　 层次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models
因变量

模型

商业模式创新(BMI) 资源协奏(RO)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MODEL

 

9
MODEL

 

10
MODEL

 

11
(常量) 3. 782∗∗∗ -0. 295 5. 077∗∗∗ -0. 256 3. 396∗∗∗ 4. 197∗∗∗ -0. 316 5. 244∗∗∗ 2. 361∗∗∗ 2. 756∗∗∗ 3. 006∗∗∗

控制变量 行业 1 0. 198 0. 214 0. 035 0. 321 0. 153 -0. 226 -0. 210 -0. 365 -0. 428∗ -0. 475∗ -0. 323
 

行业 2 0. 030 0. 049 0. 092 0. 039 0. 078 -0. 015 0. 010 0. 044 0. 035 -0. 076 0. 006
 

行业 3 -0. 062 0. 124 0. 076 0. 321 0. 287 -0. 707∗ -0. 611 -0. 655∗ -0. 539∗ -0. 618∗∗ -0. 496∗

行业 4 0. 220 0. 125 0. 058 0. 463 0. 223 -0. 448 -0. 466 -0. 515 -0. 586∗ -0. 692∗∗ -0. 482∗

成立时间 -0. 029 -0. 029 -0. 067 -0. 034 -0. 058 0. 008 0. 004 -0. 028 0. 053 0. 086 0. 055
 

产权性质 0. 096 0. 001 0. 029 0. 084 0. 031 0. 022 -0. 032 -0. 007 0. 055 0. 054 0. 056
 

企业规模 0. 074 0. 093 0. 115 -0. 018 0. 051 0. 170∗ 0. 184∗∗ 0. 201∗∗ 0. 114∗ 0. 100∗ 0. 095∗

自变量 PS 0. 231∗∗ 0. 377∗∗∗ 0. 260∗∗ 0. 229∗∗ 0. 365∗∗∗ 0. 263∗∗∗ 0. 258∗∗∗ 0. 269∗∗∗

DS 0. 401∗∗∗ 0. 398∗∗∗ 0. 348∗∗∗ 0. 166∗∗ 0. 157∗ 0. 020 0. 027 0. 023
 

PSS -0. 270∗∗∗ -0. 193∗∗∗ -0. 240∗∗∗ -0. 165∗∗∗ -0. 140∗∗∗ -0. 158∗∗∗

DSS -0. 201∗∗∗ -0. 149∗∗∗ -0. 162∗∗∗ -0. 119∗∗∗ -0. 115∗∗∗ -0. 089∗∗

中介变量 RO 0. 542∗∗∗ 0. 321∗∗∗

调节变量 SC 0. 546∗∗∗ 0. 443∗∗∗ 0. 383∗∗∗

交互项 PS∗SC 0. 042
PSS∗SC 0. 047∗

DS∗SC 0. 026
 

DSS∗SC 0. 071∗∗∗

R2 0. 012 0. 205 0. 383 0. 269 0. 453 0. 041 0. 111 0. 252 0. 575 0. 604 0. 609
 

调整 R2 -0. 150 0. 176 0. 355 0. 246 0. 426 0. 014 0. 079 0. 218 0. 555 0. 582 0. 587
 

F 0. 444 7. 080∗∗∗13. 833∗∗∗ 11. 442∗∗∗16. 855∗∗∗ 1. 505 3. 427∗∗ 7. 504∗∗∗ 27. 559∗∗∗ 26. 419∗∗∗ 26. 970∗∗∗

　 　 注:
 ∗表示 P<0. 1,∗∗表示 P<0. 05,∗∗∗表示 P<0. 001;PSS 为变量 PS 的平方项,DSS 为变量 DS 的平方项。

　 　 从表 5 模型 8 可以看出,敏锐跨界搜索的平方

项与资源协奏显著负相关(β = -0. 240,P<0. 001)。
中心化后的敏锐跨界搜索取值区间为 [ - 2. 237,
3. 513],在区间下限处曲线斜率为 kL = 1. 439,显著

为正;在区间上限处曲线斜率为 kU = - 1. 321, 显著

为负。 曲线拐点处值为-0. 054,位于自变量区间之

内。 因此,敏锐跨界搜索对资源协奏的倒 U 型影响

关系成立,假设 H2a 得到验证。 同时,专注跨界搜

索的平方项与资源协奏显著负相关(β = -0. 162,P<
0. 001)。 中心化后的专注跨界搜索取值区间为

[ -2. 263,3. 488],在区间下限处曲线斜率为 kL =
0. 890,显著为正; 在区间上限处曲线斜率为 k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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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73, 显著为负。 曲线拐点处值为-0. 036,位于

自变量区间之内。 因此,专注跨界搜索对资源协奏

的倒 U 型影响关系成立,假设 H2b 得到验证。
从表 5 模型 4 可以看出,资源协奏对商业模式

创新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β = 0. 542,P<0. 001)。
因此,资源协奏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假设 H3 得

到验证。
3. 2. 2　 间接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自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的主效应显著存在。 根据直接效应的分

析结果,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

关系。 进一步,采用 BK 方法[62] 检验资源协奏在

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 综合

表 5 模型 3、模型 4、模型 5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敏锐跨界搜索的平方项与

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回归系数由加入中介变量之

前的-0. 270(P<0. 001)变为-0. 193(P< 0. 001) ,
说明资源协奏在敏锐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之

间起中介作用,假设 H4a 得到初步验证验证。 专

注跨界搜索的平方项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回归

系数由加入中介变量之前的-0. 201(P<0. 001)变

为-0. 149(P< 0. 001) ,说明资源协奏在专注跨界

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 H4b
得到初步验证。

由于 BK 方法估计曲线中介关系的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的大小存在争议[63] ,因此,本研究采用

Hayes 和 Preacher[63]的 Medcurve 宏程序进行稳健性

分析,分别计算自变量在均值-1 标准差、均值以及

均值+1 标准差 3 个位置的瞬时中介效应。 在 95%
的显著性水平上进行 2000 次 Bootstrap 自抽样,检
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因为间接效应是两个效应的乘

积,且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存在倒 U 关系,因此

中介效应值可能会出现负值,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其

绝对值的大小。 当敏锐跨界搜索分别取低于均值

一个标准差、均值和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瞬时

中介效应值对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资源

协奏在敏锐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中间起到显

著的中介作用,假设 H4a 得到验证。 当专注跨界搜

索取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均值和高于均值一个标

准差时,瞬时中介效应值对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表明资源协奏在专注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中

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 H4b 得到验证。

表 6　 瞬时中介效应
Table

 

6　 Instantaneous
 

mediating
 

effects

中介变量 自变量 自变量值 瞬时中介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资源协奏

敏锐跨界搜索

专注跨界搜索

1. 8564 0. 4572 0. 2471 0. 7564
3. 2305 0. 1664 0. 0814 0. 2883
4. 6047 -0. 1243 -0. 2697 -0. 0180
1. 6106 0. 2218 0. 1008 0. 3912
3. 2597 0. 0506 0. 0141 0. 1101
4. 9089 -0. 1205 -0. 2500 -0. 0206

3. 2. 3　 调节效应分析

共享认知对跨界搜索与资源协奏关系的调节

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模型 10 表明,敏锐跨界

搜索二次项、敏锐跨界搜索二次项与共享认知的交

互项系数分别为 - 0. 140 (P < 0. 001)、 0. 047 (P <
0. 05),说明共享认知在敏锐跨界搜索与资源协奏

的倒 U 关系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且使曲线更平

缓。 因此,假设 H5a 得到验证。 模型 11 表明,专注

跨界搜索二次项、专注跨界搜索二次项与共享认知

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 089(P<0. 001)、0. 071(P<
0. 05),说明共享认知在专注跨界搜索与资源协奏

的倒 U 关系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且使曲线更平

缓。 因此,假设 H5b 得到验证。 图 2 表现了共享认

知对跨界搜索和资源协奏之间倒 U 关系的调节

作用。

进一步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在

95%的显著性水平上进行 2000 次 Bootstrap 自抽样,
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在共享认知低、中、高三个水

平上,条件间接效应均显著,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显著。 共享认知显著调节了资源协奏在敏锐跨

界搜索和专注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间的

中介效应,假设 H6a 与假设 H6b 均得到验证。

4　 结论与讨论
4. 1　 研究结论

　 　 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
 

敏锐跨界搜索、专注跨

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均存在倒 U 形关系。
在到达拐点之前,跨界搜索敏锐程度的增加使得企

业能够保持对外部环境的敏锐感知,及时识别新的

需求、跟踪新的知识并掌握资源的动态。 随着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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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共享认知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
 

of
 

shared
 

cognition

表 7　 间接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Indirect
 

effects
 

test
 

results

模型 自变量 调节变量值 估计系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条件间接效应

敏锐跨界搜索

专注跨界搜索

低值 -0. 0628 0. 0196 -0. 1047 -0. 0360
中值 -0. 5060 0. 0173 -0. 0892 -0. 0222
高值 -0. 0437 0. 0164 -0. 0810 -0. 0174
低值 -0. 0415 0. 0142 -0. 0732 -0. 0167
中值 -0. 0328 0. 0137 -0. 0634 -0. 0098
高值 -0. 0280 0. 0139 -0. 0584 -0. 0052

搜索敏锐程度的增加,搜索目标范围继续扩大,这
意味着搜索到的部分知识并不一定与本企业的创

新行为相关,也有可能意味着知识到来的时机错

位,造成精力和资源的浪费。 在到达拐点之前,专
注跨界搜索的增加使得企业深入了解外部异质知

识,促进组织学习,增强对所获得经验的解释,这有

利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产生。 但随着跨界搜索专注

程度的增加,企业将精力集中在特定的领域,容易

产生“认知隧道”现象,对其它领域的知识和资源有

所忽略,这种忽略导致企业屏蔽新的思想进而负面

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2)
 

敏锐跨界搜索和专注

跨界搜索与资源协奏存在倒 U 形关系。 敏锐跨界

搜索及时地为企业带来环境中技术知识、行业信息

和政策等的变化,企业可以据此更好地组织资源的

构建、捆绑以及利用的动态聚合过程。 但随着搜索

敏锐程度的不断提升,外部无效的知识不可避免地

进入组织内部,给企业的资源协奏带来“噪声”,负
面影响资源协奏活动。 专注跨界搜索使得企业能

够深入学习目标领域的创新经验,在具有较高效率

的同时降低错误试验的可能。 同样,随着专注程度

的提高,搜索到的知识大多聚集在特定领域,企业

产生资源惰性,大量的同质资源降低了资源协奏效

率。 此外,资源协奏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 内外

部资源的获取、捆绑和利用有利于企业充分发挥资

源的效用,创造资源价值,进而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3)

 

资源协奏分别在敏锐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

的倒 U 形关系和专注跨界搜索与商业模式创新的

倒 U 形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跨界搜索不仅直接

影响商业模式创新,也可以通过资源协奏间接影响

商业模式创新。 外部知识、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有利

于企业和外界保持沟通并获取新的想法,而企业的

资源协奏活动则是连接企业内部与外部的桥梁。
一方面,跨界搜索获得的知识需要经过吸收转化为

企业能力,而资源协奏加深了对来自外部的异质资

源的理解。 另一方面,获取的外部异质资源会造成

资源冲突。 资源协奏通过构建、捆绑和利用的过

程,不仅对外部资源进行筛选,还促进了内外部资

源的整合。 (4)
 

共享认知显著调节敏锐跨界搜索和

专注跨界搜索与资源协奏之间的倒 U 形关系。 研

究发现组织认知的共享程度是影响跨界搜索效果

的重要因素。 相对于较低水平的共享认知,高共享

认知下的跨界搜索能够带来更高的资源协奏水平。
同时,共享认知在“跨界搜索-资源协奏-商业模式

创新”的非线性中介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即在高

共享认知下,跨界搜索通过资源协奏作用于商业模

式创新的效果更强。
4. 2　 理论贡献
　 　 研究从组织印记的视角审视商业模式创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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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源协奏理论,提出了跨界搜索、资源协奏、共享

认知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通过

问卷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具有一定的

理论意义。
首先,揭示了跨界搜索行为的注意力分布特质

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丰富了对

跨界搜索结果变量的研究。 以往研究往往考虑跨

界搜索企业创新内容微观层面(如产品创新和流程

创新)的影响,少有研究将视角扩展到跨界搜索对

商业模式创新高维度层面的影响。 同时,已有研究

多从跨界搜索时机、位置以及目标等视角考虑跨界

搜索的特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且研究结果存在争

议。 新兴产业技术与商业环境变化迅速,在提供大

量商业模式创新机会的同时,对企业跨界搜索行为

的注意力分配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本研究在考

虑跨界搜索行为的注意力分布特质的基础上,从认

知印记影响结构印记的视角出发,构建了跨界搜索

敏锐性程度和专注性程度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理

论模型,并验证了其倒 U 关系,是对商业模式创新

驱动因素研究的有效补充, 也是对 Rosenkopf 和
Nerkar[22]以及 Laursen 和 Salter[34] 关于组织搜索与

创新关系研究的有益扩展。
其次,基于资源整合的视角探究了跨界搜索影

响商业模式创新的中间机制,为解释跨界搜索影响

商业模式创新的“黑箱”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框架。
以往研究认为跨界搜索是影响企业产品或流程创

新的直接驱动因素,少有研究考虑跨界搜索对商业

模式创新的影响关系,更未深入挖掘其影响作用的

中间机制。 本研究引入资源协奏的概念,依据“外

部知识探索-内外部资源整合-创新效果”的逻辑,
构建并检验了“跨界搜索-资源协奏-商业模式创

新”的影响路径。 一方面,研究发现资源协奏正向

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即内外部资源的协调有助于提

高商业模式创新绩效,这一发现完善了商业模式创新

前因的研究,响应了 Foss 和 Saebi[64]的呼吁。 另一方
面,研究发现组织层面资源协奏在跨界搜索对商业模

式创新的倒 U 影响关系起中介作用,即内外部资源的

协调有利于外部异质知识到商业模式创新绩效的转

换,该发现是对资源协奏理论的有效扩展。
最后,将组织共享认知视为情景因素,构建了

跨界搜索视角下共享认知影响资源协奏的一个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验证了共享认知对中介关系的

调节作用。 高共享认知显著提高受到跨界搜索影

响的资源协奏的水平,并通过资源活动将跨界搜索

的影响传递到商业模式创新。 本研究将认知印记

的作用解构为探索性感知行动的直接作用和共享

认知程度对感知行动的影响。 在经验与解释的框

架下,分别将跨界搜索和资源协奏视为组织对外部

环境的探索性感知行为及经验的解释行为,而根据

Perrigino 等[53] 的研究,上述由经验到解释的过程受
到组织共享认知的影响。 实证分析在验证 Snihur
和 Zott[3] “认知印记影响结构印记”观点的基础上提
供了一个新的观点,即组织认知的一致性是影响跨

界搜索与资源协奏关系的重要边界条件。 以往研

究认为认知因素,如管理者环境感知和管理者创新

认知,是影响创新行为的直接驱动因素,这种对感

知行为和认知心理的混淆导致了部分研究结论的

不一致。 本研究为这种不一致性提出了一种新的

解释思路,即分别考虑跨界搜索这一感知行动的直

接作用和共享认知的调节作用,在组织印记框架下

扩展了管理认知研究的内容。
4. 3　 实践启示
　 　 研究的实践启示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兴产业中的技术环境和商业环

境迅速变化。 为获取新的想法和成熟的经验,管理

者要强化跨界意识,对企业边界之外的技术知识、
市场信息、政策变化等异质性知识进行主动探索。
但敏锐跨界搜索和专注跨界搜索都同时存在正面

作用和负面作用。 过高水平的敏锐搜索和专注搜

索会带来知识的冗余和时机错误等问题,负向影响

商业模式创新水平。 因此,在搜索实践中,企业要

将搜索的敏锐性和专注性控制在合理水平,构建合

适的跨界搜索战略,明确自身发展特点,最大程度

地发挥跨界搜索的激励效应,避免在某一方面过度

分配企业精力。
其次,资源协奏在企业知识成果转化中起重要

作用。 敏锐跨界搜索使企业能够紧跟外部知识的

变化,扩展可供选择的资源范围以及资源组合的创

造性;专注跨界搜索使得企业深入了解外部成熟的

经验,对成功经验的借鉴使得自身资源组合具有更

高的效率以及成功率。 因此,企业在提升商业模式

创新水平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注重对异质资源的探

索和学习,也应该注重资源协奏的纽带作用,积极

将外部资源内化为企业创新绩效,培育核心技术能

力。 但是,过高的敏锐跨界搜索和专注跨界搜索同

样会给资源协奏带来负面作用,企业管理者应根据

所在行业的特点选择与自身资源相匹配的跨界搜

索方式,从而拓宽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创新成果的途

径。 同时,管理者应该认识到,仅仅注重外部知识

或资源的获取可能无法有效发挥其作用。 应该重

视资源协调活动作为连接组织外部知识获取与企

业商业模式创新成果的桥梁作用,加强对资源协调

活动的投入,使内外部资源达到协奏的效果。
最后,较高水平的共享认知显著提升资源协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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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 管理者应该将两种类型的跨界搜索保持

在合适的水平,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创新共享认知

水平的构建。 相同的跨界搜索水平下,高共享认知

显著对应更高水平的资源协奏,同时,两种类型的

跨界搜索与资源协奏的关系曲线均变得更平缓。
因此,企业应该加大创新氛围和文化的构建力度以

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整体创新的认知。 此外,企业

应该鼓励不同层级以及部门之间成员的沟通和共

享行为,并及时掌握成员之间的创新认知差异,通
过自上而下的创新认知教育和自下而上的认知反

馈提升企业内部的组织共享认知。
4. 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虽然在长

达 8 个月的时间跨度上在多地区分别获取了数据,
同时通过实地与网络发放等程序降低了共同方法

偏差带来的影响,但每份样本数据来源于同一受访

者主观汇报,未来研究应该从多角度获取数据。 同

时,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但
难以推断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应注重因果关

系的研究。 其次,技术公司与商业公司追求的目标

有所差异,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崇尚程度也有所区

别。 但本研究并未区分技术知识与商业知识对商

业模式创新带来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跨界搜

索对不同行业和不同技术倾向的企业的差异性影

响。 最后,本研究选取了新兴行业的企业作为样

本,并未考虑到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的问题。
传统行业面临着转型发展的现状,其商业模式的创

新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价值。 未来研究

可以将传统行业的样本纳入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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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spanning
 

search,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The
 

moderating
 

role
 

of
 

shared
 

cognition
 

ZHU
  

Peiyu,
 

MIAO
  

Xiaoming∗,
 

JIN
  

Shum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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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enterpris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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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rapid
 

change
 

in
 

th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makes
 

the
 

pressure
 

of
 

enterprises
 

continuously
 

increase,
 

but
 

the
 

accelerated
 

flow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enterprises
 

to
 

break
 

through
 

the
 

original
 

resource
 

isolation
 

and
 

establis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complex
 

and
 

dynamic
 

environments,
 

the
 

effective
 

acquisition
 

of
 

external
 

knowledge
 

and
 

the
 

reasonabl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novation
 

resources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still
 

lack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in
 

particular,
 

does
 

not
 

clearly
 

reveal
 

the
 

complete
 

process
 

by
 

which
 

external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acts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Meanwhile,
 

previous
 

studies
 

also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behavior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ased

 

on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imprint
 

change
 

and
 

constructs
 

a
 

new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so
 

as
 

to
 

clarify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Specifically,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the
 

attenti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imprint
 

affecting
 

structural
 

imprin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how
 

perspicacious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dedicate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ffec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verifies
 

the
 

inverse
 

U-shaped
 

relationship
 

presented.
 

Secondly,
 

this
 

study
 

builds
 

a
 

direct
 

path
 

for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to
 

affec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an
 

indirect
 

path
 

for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to
 

affect
 

business
 

models
 

through
 

resource
 

orchestr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hared
 

cognition
 

on
 

intermediary
 

relationships.
In

 

8
 

months,
 

researchers
 

obtained
 

258
 

valid
 

questionnaire
 

data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network
 

remote
 

research.
 

Through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analysis
 

of
 

258
 

questionnaires,
 

it
 

is
 

found
 

that:1)the
 

impacts
 

of
 

perspicacious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dedicate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re
 

inverted
 

U-shaped.
 

The
 

square
 

terms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negatively
 

affect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erspicacious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dedicated
 

boundary-
spanning

 

search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ut
 

with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two
 

kinds
 

of
 

search,
 

their
 

negative
 

effects
 

begin
 

to
 

appear.
 

2)The
 

influences
 

of
 

perspicacious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dedicate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on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re
 

inverted
 

U-shaped.
 

The
 

square
 

terms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negatively
 

affect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
 

This
 

means
 

that
 

the
 

impacts
 

of
 

the
 

two
 

types
 

of
 

search
 

on
 

resource
 

orchestration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3)Mediating
 

variables
 

positively
 

affect
 

dependent
 

variables.
 

Resource
 

orchestr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partially
 

mediate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picacious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dedicate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4)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
 

and
 

shared
 

cognition
 

significantly
 

moderate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duality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

 

research
 

has
 

made
 

contribution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
 

reveal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the
 

attenti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behavior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result
 

variables.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ffecting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hich
 

provides
 

a
 

valuabl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black
 

box”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ffecting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inally,
 

taking
 

organizational
 

cognitive
 

consistency
 

as
 

a
 

situational
 

factor,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rating
 

mediation
 

model
 

of
 

the
 

impact
 

of
 

shared
 

cognition
 

on
 

resource
 

orchest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verif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hared
 

cognition
 

on
 

the
 

mediatio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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